
摘要：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制度的独特安排主导经济发展，一方面低

价出让工业土地招商引资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通过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及土地抵押获取资

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化，土地推动的快速结构变迁创造了中国的增长奇迹。但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以及“以地谋发展”模式潜在的诸多问题不断累积，以土地推动

发展的效力减退、不可持续性显现。本文通过门槛回归研究表明，土地对经济的贡献存在

“倒 U”型的门槛特征，经济转型期土地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功能已经枯竭，不同地区存在的

问题程度不一。在东部地区，过度的土地依赖导致了风险增加和低质量招商引资等问题，已

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复制东部地区的“以地谋发展”模式一直绩效

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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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始，随着分税制实施带来地方政府谋发展方式的改变（周飞舟，

2009；刘卓珺、于长革，2010；罗必良，2010），以及土地管理制度变革带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市场关闭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转用市场的垄断，土地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和控制土地供应，一方面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建设工

业园区来吸引企业入驻推动工业化；另一方面通过高价出让商住用地以及以地抵押融资获

取城市发展建设所需资金助推城市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蒋省三

等，2007；陶然等，2009；王媛、杨广亮，2016）。这种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过

去 30年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刘守英，2012）。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以及“以地谋发展”模式潜在的诸多问题不断累积，以土地

推动发展的效力减退、运行风险加大、不可持续性显现。中国的GDP增速从 2008年起逐年下

滑，经济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土地的供需状

况和功能也在发生改变。但是，有的研究仍在着力于解释和肯定这套发展模式的合理性（赵

燕菁，2014），尽管有研究注意到土地运行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范子英，

2015；柴铎等，2018），对于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以及继续沿用这一模式谋

发展的风险的研究还很鲜见。本文利用全国 25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从以地保

增长、以地工业化、以地城市化 3个方面检验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阶段

的不可持续性，这对地方政府如何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更好地发展地方经济，以及未来的地方

政府城市治理模式转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给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转

换后“以地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典型化事实，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地谋发展”模式衰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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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假说；接着通过门槛回归实证模型检验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的门槛值，证明

了“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特征与假说

（一）“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特征

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都面临资本不足的制约问题。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独特的土地制

度结构与变迁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巨额的资本来源（刘守英，2012）。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工具主导和推动经济

发展，形成“以地谋发展”模式。“以地谋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地方政府通过强制土地征收和独家土地出让，以土地的宽供应保证地方经济增长。中国之所以能在

土地资源禀赋比其他经济体更为稀缺的制约下依靠土地促进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得益于独特的土地制度，

其核心安排是强制低成本的征地制度和政府垄断的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刘守英，2012）。地方政府一方面

利用所掌控的土地征用权，以该幅土地 6~10年的收益为补偿标准支付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偿，另一方面通过对

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力和建设用地的独家供应权，以远低于市场价格提供土地给企业用于工业建设，以高

价提供商住用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对推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强制性低价征收权和排他性土地供应权下，地方政府得以利用土地作为发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工

具，以土地的宽供应保证地方 GDP的高增长（杜雪君等，2009）。2004~2018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30781.28平方公里增加到 56075.9平方公里，增加了 25294.62公顷，增幅为 82.18%，年均增长 1806.76平方公

里。与此同时，中国建成区面积也以年均增加 2003.53平方公里的速度由 30406.19平方公里扩增到 58455.66
平方公里①。

二是地方政府大量低价供地，以园区建设吸引企业入驻，促进地方工业化。在地区竞争和锦标竞赛驱使

下，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工业地价，不惜以远低于土地征收成本、甚至“零地价”出让，通过大量的招商引资加快

地方工业化进程（杨其静等，2014），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推动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的

重要工具（刘守英，2014；王岳龙、邹秀清，2016）。对企业而言，低地价不仅使企业一次性预付的资本额减低，

缓解了企业创办期流动性资金的约束，而且企业通过协议出让获得的工业用地成为其资产，还可以通过工业

用地抵押向银行贷款为企业发展进行融资（李力行等，2016）。低价工业用地出让不仅会吸引资本进入，带动

产业发展，同时由于就业的增加和地区经济发展，也会带动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需求量的增加，为地方政府创

造更多土地财政收入。

三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以地生财和土地抵押融资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化。园区工业化

虽然对地方 GDP的贡献巨大，但分税制后特别是 2002年所得税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原有体制下从企业获得的

大量税收上缴中央，剩余的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地方机构日常运转，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的资金

捉襟见肘（曹广忠等，2009；汤玉刚、陈强，2012；石敏俊等，2017），地方政府转向通过城市发展增加地方可支配

的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收。在地方政府竞争中，城市环境和园区基础设施质量也成为吸引投资和人才流入

的重要因素（金戈，2012）。随着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确立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作为资产的属性

日益显化，通过土地资本化获取资金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逐渐成了“以地谋发展”模式的重要一

环（Peterson and Kaganova，2010；He et al.，2016）。地方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增值，地方政

府从商住用地出让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收入用于城市建设（雷潇雨、龚六堂，2014）。除土地出让收入外，以地

方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土地抵押融资也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以土地作

抵押向银行贷款和以储备用地作为担保获取用于城市发展建设的资金（陈志勇、陈莉莉，2010；葛扬、岑树田，

2017），土地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及工业园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因此，在“以地谋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在整体上以土地宽供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发展地区工业，通过地区的经济增长带动商住用地价值增值，地方政府在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后又进一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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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在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推动地方工业和经济发展。

（二）“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典型化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但是对土地的粗放利用和过度依赖也积累了许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该模式中的许

多问题日渐凸显，“以地谋发展”模式已经衰竭。

1.土地的发动机功能减弱，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

在过去 40年间，中国不仅依赖土地的宽供应作为发动机的功能，拉动着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利用土地供应

开关调控经济节奏，经济过热时收紧土地供应，经济过冷时放开土地供应。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土地发

动机的功能在 2010以后开始效力减退。如图 1所示，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应对的策略之一也

采取了放宽土地的供应，2008~2013年期间，年均建设用地供应量达到 51.4万公顷。尽管如此，中国 GDP增速

没有回到曾经的高增长，还是一路下滑，GDP增长率年均下降 0.93%；建设用地供应也出现历史性峰值，到

2014时，建设用地供应量比上一年减少 9.08万公顷，之后的情形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和转型加快，经济增长

维持在 2013~2017年的年均 7.1%的中高速水平，全国的土地供应量却在 2013年后逐年下减少。这预示着，随

着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依靠土地宽供应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发生历史性转换。这一阶段土地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表现为：放地拉增长→经济增速先增加后下降→继续放地拉增长→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土地需求量也随

之下降，土地发动机功能不再。

土地对经济影响的减弱还反映在区域土地指标分配和使用上。为了保增长与保耕地，国家实行建设用地

指标差异性供应。2011年前，为了保障东部沿海地区②的经济率先增长，每年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证这些省

份的使用，1998~2011年，东部省份建设用地指标平均每年占全国新增指标的 55%~65%。从 2011年开始，国家

土地供应政策发生变化，东部地区主要以存量利用为主，新增指标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新增指标投放到中西部

地区的量平均每年增加 20%左右。在高增长年代，尽管国家的土地供应政策一直在向东部倾斜，但受年度供

地指标约束，许多省份特别是东部沿海各省都存在供地指标不够用的情况。2011年原国土资源部的调研报告

披露，31个省份普遍反映土地供应的计划指标严重不足，当年供地指标只能满足大多数省份需求总量的 1/3。
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2013年后多地开始出现土地指标供不出去的现象，2016年上半年全国供地指标

完成率不足 35%。指标使用的差异在区域间的分化尤其明显，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甚至存在零供应、零成交

的现象，这不仅表明建设用地指标约束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减弱，也意味着土地作为发动机的功能的减弱，地方

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减弱，土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

2.低价供地工业化方式问题凸显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地方政府低价大面积供应工业用地是重要制度支撑。在中国工业化的起

步阶段，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地方政府通过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了大量高消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这的确

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非常

大的推动作用。

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以低地

价的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化，尽管

总的工业增加值依然在逐年增

加，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已经

开始下降。更严重的是，单位工

业用地产出的增长率下降更为明

显。从 2011年开始，单位工业用

地工业产出的增长率便逐步下

降，从 2013年以后下降更为明显， 图 1 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与GDP增长率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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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的单位工业用地产出增长率从 2011年的 14.3%降至 2017年的-0.17%，中西部地区的单位工业用地

产出增长率从 2011年的 20.6%下降到 2017年的-0.39%。

近几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开始逐渐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虽然政府以财力补贴支撑

的工业用地价格没有明显上升，但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这在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据德勤的测算③，

中国 2005~2015年的 10年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 5倍，远超 GDP的增长率。制造业劳动力的工资从 2001年的

8750元升至 2015年的 51925元，上升了近 6倍，这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由

于各类成本的攀升，依靠低成本、高要素投入的工业化阶段已经过去。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应该主

动由过去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在一个地区的任职往往只有 5
年，因此面对激烈的锦标赛竞争和官员考核机制，为了在任期内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地方官员往往更

加关注于推动地区增长的短期利益，而推动区域增长的长期动力往往需要借助国家的资源配置和行政命令。

在短期利益中，地方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是招商引资来的项目中的厂房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直接的、

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这些招商引资企业所能给该地区带来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因此，有限任期的地方官

员倾向于选择的策略是，通过建立工业园区，在任期内尽可能多的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招商引资，他们

更关心的是该项目短期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未来给城市带来的工业总产值的增加。激烈的引资竞

争会激励地方政府进一步压低土地价格，降低准入门槛，对前景差、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敞开大门，这些企业

的进入会挤占稀缺的土地资源，同时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在这种短

期利益驱动下，大量的新区和工业园区中存在很多低质量的引资企业，在近几年经济下行、生产成本上升的压

力下，这些企业的产值大幅下滑，债务压力开始凸显，许多城市的新城和工业园区工业增加值缩水严重。

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低地价招商引资开始时间较晚，但是发展模式与东部基本一致。目前

而言，中西部地区用地量出现一个阶段的增长，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中西部地区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数量已经超过东部达到 112个，但是，由于受交通不便、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规模小等因素影

响，企业绩效和单位用地产出效率并不理想。在存在国家政策帮扶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有 30%以上的国

家级开发区存在亏损，省级和地/市级开发区亏损更为严重。中西部地区模仿东部地区的低地价工业化模式

一直绩效不佳（图 2）。在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贸易摩擦，招商引资的企业并没有西

迁，而是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西部地区通过低地价招商

引资的前景并不乐观。

3.土地价格波动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和储备用地抵押融资大幅减少，高度依赖土地的城市化难以为继并积

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

中国依靠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解决了快速城市化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本来源问题，在地方政府财

权少、事权多的困境下保证了各个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城市化

率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土地价格

的波动和土地抵押融资导致的地方

债务风险的上升，这已经抑制了地

方政府通过土地所获得的城市建设

资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首先，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

入产生严重依赖。2015年全国土地

出让收入实际入库金额为 6.51万亿

元，相比 2008年增长了 11.9倍，但扣

除成本性支出后的土地出让净收益
图 2 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单位工业用地产出增长率及产出总量

数据来源：通过《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城市年鉴》的相关资料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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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仅增长了 2.68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出让成本上升，随着近年来很多城市的用地从原来的新增用地转向

存量用地，加上农民权利意识觉醒，征地拆迁的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以来，政府土地出让成本大幅上升，很

多地方征地成本占到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半以上，2017年更是达到了 80%。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

的管控趋紧，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收益降低。成本上升导致政府的土地净收益下降，虽然中国

土地出让实际入库金额一直在逐年攀升，但近几年全国扣掉成本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仅剩 20%左右（图 3）。中

国已告别低价征地的低成本城市化时代。

更为严重的是土地抵押支撑城市化产生的风险。在土地出让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政府还在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一些地区的新城、新区建设进一步扩张，面对城市建设资金的巨大缺口，储备用地抵押贷款自 2007年后

在城市化的资本来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土地抵押面

积和金额从 2008年的 16.6万公顷和 18107亿元上升到 2015年的 49.08万公顷和 113300亿元。由于土地抵押

贷款的主要用途是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收益性较低的项目，从这些项目中获得的收益很难偿还债务，政府土

地抵押贷款的偿还也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张莉等，2018）。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从 2002
年的 28.4%上升到 2017年的 56.91%，增长了 28.51%，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更有甚

者，由于部分地区出现偿债能力不足，主要靠借新债偿旧债。审计署数据④显示，2012年 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

府性债务余额 38475.81亿元，其中 5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 20%，最高的达

到 38.01%。

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和储备用地抵押融资捆绑的土地资本化发展模式实质是在提前支取未来土地收

入。但是，土地的未来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土地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出现

偿债困难，银行对储备用地的高贷款率会迅速转化成不良贷款，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Du and Peiser，
2014）。因此，以土地抵押贷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债务高企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灰犀牛”，高

度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的发展方式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Wang and Ye，2016）。但是目前中国的财政

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在短期内依然难以改变通过土地出让和抵押融资发展城市的模式。这种

以土地撬动融资的发展模式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也过度透支了国民经济未来的流动性。

由于地方政府投资的往往是一些收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收入很难填补债务偿还压力，特别是

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债务的偿还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这会导致债务空转，削弱经济中的流动

性挤占私人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和机会，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以商业用

地和居住用地出让撬动的债务融资规模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不仅不会提高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反而因为

巨量的债务需要偿还，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土地出让和举债吸收国民经济中的资金偿还快要到期的债务，这

一方面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流动性，挤占了私人部门资金，同时削弱了地方政府城市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

能力，进而抑制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增长

（图 4）。

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土地出让

和土地抵押融资虽然积累了大量的政府债

务风险和银行金融风险，但是由于东部地

区位置优越伴以工业化的支撑，通过这套

土地融资模式也为东部地区获取了用于城

市化的大量资金，使得东部地区的城市化

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对中西部地区

而言，中西部地区通过产业发展、居民收

入和土地市场对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

的支撑不足，2016年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出
图 3 历年土地出让实际入库金额、净收益及成本性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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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金收入总和仅占全国当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 42%，中西部地区效仿东部通过土地获取的用于城市化建设更

主要依赖于土地抵押，由此形成的债务和金融风险比东部更为严重。

（三）研究假说

假说一：在地方政府主导发展和独特土地制度下，土地承担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功能，地方政府通过增加

土地供给，通过增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城市化，吸引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化，进而拉升经济增长，增加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但是，过度使用“以地谋发展”模式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引资竞争可能会导

致工业用地过度出让，这不仅会拉低招商引资质量，抑制工业产值的增加，还会阻碍产业升级；过度的土地

收入依赖和抵押融资会增大地方政府债务和区域金融风险，而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也主要是通过土地出让

和借新还旧的方式，这种债务空转会透支国民经济流动性，削弱地方政府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能力。因此，随

着目前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土地供应水平跃过一定水平后，进一步增加土地供给对经济增

长的功能减弱。土地供给对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贡献具有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已

经难以为继。

我们利用门槛模型来验证该假说。土地供给水平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某一个门槛值或者临界值，当土地

供给水平超过该临界值后，进一步出让土地对地方经济发展激励由正转负。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土地需求下

降，土地功能由发动机转向引致性。

假说二：中国发展起步较晚的中西部地区基本沿袭“以地谋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发展红利消失、市场规

模过小、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地理区位不便等，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园区绩效不佳。中西部地区复制东部地区

的城市化模式由于其商住用地以及储备用地价格低，地方政府不仅很难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获

得城市建设相匹配的资金，反而造成巨额的政府债务，城市化的不可持续性较东部地区更为严重。因此，“以

地谋发展”模式的效果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由于与东部地区的禀赋条件、制度

环境以及发展阶段不同，土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弱，直接复制东部“以地谋发展”模式并不能产生相同

的绩效。

我们将全国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分别对两个区域进行门槛回归验证土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

响，并对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门槛值的高低以及跨过土地出让门槛值的城市数量来验证该假说。

三、模型的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门槛模型的设定

门槛效应是指当一个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外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突然转向其他发展形式的

现象，作为原因现象的临界值称为门槛值，并且该原因现象的门槛值由系统回归后内生得出，比起主观选择的

结果而言更具有客观性。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说，我们通过构造门槛回归模型将土地作为门槛变量来检验土地

对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倒U”型特征。

Hansen（1999）构 建

的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

基本形式为：

（1）
在方程（1）中，xit 为

核心解释变量，qit为门槛

变量，τ为门槛值，I（∙）
为指示函数，令虚拟变图 4 地方政府过度土地依赖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机制

yit = γ1xit I(qit ≤ τ)
+γ2xit I(qit ≥ τ)
+ui + 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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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Iit（γ）={qit≤τ}，当 qit≤τ时，I=1，否则 I=0。γ1、γ2分别为门槛变量在 qit≤τ和 qit＞τ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影响系数。实际上，该模型相当于一个分段函数模型，当 qit≤τ时，xit的系数为 γ1；当 qit＞τ时，xit的系数为 γ2，其

形式可以表示为：

（2）
根据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理论，如果给定门槛模型中的门槛值 τ，我们就可以求出模型中的系数

估计值，从而得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3）
而且模型中给定的门槛值 τ越接近真实的门槛水平，则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S1（τ）将越小。因此可以连

续给出模型的门槛值 τ，通过观察模型残差的变化情况，使得残差平方和最小的门槛值 τ即我们所要求的真实

门槛值，也即最优门槛值：

（4）
在确定门槛值后，门槛模型继而进行对以门槛值前后为划分的两组样本的估计参数的显著性检验。γ1为

未跨过门槛值的模型估计参数，γ2为跨过门槛值的模型估计参数，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为：

H0：γ1=γ2；H1：γ1≠γ2 （5）
如果零假设H0：γ1=γ2成立，则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线性的。反之，若备择假

设H1：γ1≠γ2成立则表示存在门槛效应，并且门槛变量在门槛值前后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分别为 γ1和 γ2。

构造 LM统计量对零假设进行检验，统计量的一般形式为：

（6）
在 LM统计量方程中，S0为零假设条件下的残差平方和，Sn为门槛值条件下的残差平方和。但在零假设条

件下 无法识别，传统检验统计量的大样本分布不再服从卡方分布，因此，在门槛模型中往往通过统计量本身

的大样本分布函数，通过“自举法”检验（Bootstrap）来得到大样本的 P值，并根据 P值的大小在相应的显著性水

平上决定是否可以拒绝零假设，拒绝零假设就意味着门槛值的存在，存在门槛效应。当确定一个门槛值后，还

可以进行第二个及更多的门槛值检验，直到不能拒绝零假设为止。

借鉴Hansen（1999）的门槛回归模型思路与杨其静等（2014）以及郑思齐、孙伟增（2014）等关于土地对经济

影响的研究方法，我们分别设计了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与地方经济增长的门槛模型检验土地对地方经济的

门槛效应；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与地方工业总产值的门槛模型检验工业用地对地方工业化的门槛效应、房地产用

地出让面积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门槛模型检验城市化的门槛效应：

（7）
（8）
（9）

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了单门槛模型，但是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对 3个方程的所有门槛均进行了

检测和报告。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及门槛变量

由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可知，在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中，土地资源撬动地方经济发展主要通

过城市建设用地宽供应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大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推动地方工业发展、高价惜售包括商业用

地和居住用地在内的房地产用地获取资金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以提高城市化水平这 3个渠道⑤。土地宽供应

对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地区GDP的增长变化上，土地对工业化的发展的影响主要直观的体现在地方政府

出让工业用地后通过招商引资对城市工业总产值的变化上，土地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在获取

yit ={γ1xit + uit + eit ,qit ≤ τγ2xit + uit + eit ,qit > τ

S1(τ)= e∧ t(τ)' e∧ t(τ)

τ
∧
= arg min S1(τ)

F = n
S0 - Sn(γ∧ )
Sn(γ∧ )

γ
∧

GDPit = C + γ1Lit - 2 I(qit ≤ τ)+ γ2Lit - 2 I(qit > τ)+ λXit + μi + ηt + εit

GVIit = C + γ1 ind _Lit - 2 I(qit ≤ τ)+ γ2 ind _Lit - 2 I(qit > τ)+ λX it + μi + ηt + εit
IFAit = C + γ1urb_Lit I(qit ≤ τ)+ γ2urb_Lit I(qit > τ)+ λX it + μi + ηt + 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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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和融资收入后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上，因此，为了验证“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效果以及该发展

模式的可持续性，我们选择了GDP代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了工业总产值代表地方工业化水平，选择了城

市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城市化水平，具体如下。

为了检验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中土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我们选择了当年期的各地级市

GDPit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两年的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 Lit-2为门槛变量（式（7））；为了检验地方政府“以地谋

发展”模式中土地对地方工业化发展的门槛效应，我们选择了工业总产值GVIit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两年的工业

用地出让面积 ind_Lit-2为门槛变量（式（8））；在衡量土地对地方城市化影响的门槛效应上，我们选择了当年城

市固定资产投资 IFAit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了包括居住用地、商服用地在内的当年的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

urb_Lit为门槛变量（式（9）），之所以选择商住用地之和的房地产用地作为衡量城市化的门槛变量，是因为这些

类型的土地能让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以及向银行抵押融资获取抵押贷款，继而地方政府通过当年地方

政府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推动辖区城市化的发展，因此我们把包括居住用地和商服用地的房地产用地作为

衡量土地对城市化效果的门槛变量。

值得说明的是，在以土地为核心的门槛变量选择上，在现有的诸多研究土地出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

中，其模型反映土地出让对经济影响的土地变量的选择大多以土地价格（葛扬、岑树田，2017）和土地出让宗数

（陶然等，2007）为主。但是，从价格角度来看，由于存在协议出让和地方政府间的以地招商引资竞争，土地的

价格存在着明显的价格扭曲，无法充分反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土地出让宗数角度看，虽然总体而言土地出

让宗数与出让面积呈正相关，但是由于不同类型项目的用地面积不同，单纯的通过土地宗数很难真实的反映

出城市用地的出让情况，因此本文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核心门槛变量。

由于现实中土地出让后作用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传导，因此，为了尽可能客观合理的实证研

究“以地谋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基于现实在模型中对部分类型的土地进行了滞后处理。首

先，我们对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和工业用地进行了滞后两年处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业土地在出让给

工业企业后，企业从拿地到厂房建成后投产往往需要至少一到两年的建设期，也就是说对工业总产值和 GDP
的影响存在时滞。而杨其静等（2014）通过对 2007~2011年全国工业用地项目出让合同所约定的竣工时间进

行整理，50%以上的项目合约竣工时间都为两年，也就是说，城市用地出让对城市工业总产值和GDP的影响往

往存在两年的滞后期。因此，我们最终决定选取滞后两年的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 Lit-2来分析对 GDPit的影响

反映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选取滞后两年的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ind_Lit-2来分析对工业总产值 GVIit的影响反映

工业化的门槛效应；其次，对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 urb_Lit，我们选取了当期值，而不进行滞后处理来分析对城

市固定资产投资 IFAit的影响反映城市化的门槛效应，之所以不进行滞后处理，这是由于地方政府从进行土地

出让和抵押融资，到获取土地相关收入，再到完成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这一过程虽然需要一段时间，但

是整体时间较短，往往在当年就可以完成，因此，我们将土地出让对城市化的影响不做滞后处理。

2.控制变量

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受地方政府土地资源出让行为的影响，还受当地的金融发展状况和

产业结构等要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 Xit。

贸易依存度（open）。外贸依存度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及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本文按

照经过当年汇率换算后的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trade_gdp）来衡量一个地区贸易依存度的高低；外商直接

投资（FDI），我们用各地级市当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 GDP的比重（fdi_gdp）来反映城市招商引资利用外

资状况；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loan_gdp），该指标主要测算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人均GDP
（pgdp），我们采用人均GDP反映城市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ind3_gdp），第三产业产

值占GDP比重反映城市的经济结构；政府资源控制程度（SRC），参考朱英姿、许丹（2013）的方法，本文将预算内

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作为政府资源控制力的衡量指标。除此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不可观测的城市效应 μit以降

低区域间差异的影响，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 ηit以降低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εit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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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构建了一个样本期为 2009~2017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⑥，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土资

源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样本包括全国 259个地级市，剔

除掉了新疆、西藏等存在大量数据缺失的城市和少数存在明显统计错误的样本。样本期确定为 2009~2017
年，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 1。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门槛特征分析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对当地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为：地方政府在当年

出让工业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后，通过房地产用地的出让可以立即获得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抵押融资贷款，在较

短时间内资金就可以投入完善城市交通及园区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而地方政府出让工业用地，投资方

在获得工业用地的使用权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建设才能投产影响工业总产值以及地区 GDP。因此，在房地产

用地出让后的短时间内，用于城市和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对当地的经济增长

起主要拉动作用。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期的工业项目建成并投产后，可以形成产能并对当地的工业总产

值和GDP产生贡献。也就是说，土地在出让后，对地方城市化的影响会在当年就显现出来，对工业化和地方经

济发展的影响要经过一到两年后的时滞。这与当前地方政府先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然后发展工业化的产业新

城建设相一致。

因此，我们按照先总后分的方式，先报告滞后两年的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接着

从土地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的角度分别报告滞后两年的工业用地对工业化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以及

当年的房地产用地对城市化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差异，我们将 259个
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成了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检验“以地谋发展”模式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的效果差异及可持续性。

在门槛回归分析的步骤上，我们设置 100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 300次“自举法”检验（Bootstrap）重复，首先

检验样本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先对模型进行单门槛检验，如果结果显著，则继续进行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

验，直到结果不显著为止，在无法拒绝零假设前的最终门槛数量即为模型存在几重门槛。对于不存在门槛效

应的模型，我们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以验证模型是否存在线性关系。接着，在存

在门槛效应的情况下，进一步估计每一个门槛

的门槛值水平，最终汇报门槛回归的参数估计

结果。

（一）地方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

首先，我们来检验滞后两年的城市建设用

地出让对城市 GDP的门槛效应以验证土地对

城市总体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变化情况（式

（7））。

表 2显示的是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门槛的显著性检验、门槛估计

值和置信区间。根据式（7）依次进行单门槛，

双重门槛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

的建设用地出让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

一门槛，但双重门槛并不显著⑦，而中西部地区

的单一门槛估计值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在表 3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GDP
工业总产值（GVI）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IFA）
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L）
工业用地出让面积（ind_L）

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urb_L）
贸易依存度（open）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_gdp）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的
比重（loan_gdp）

人均 GDP（pgdp）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ind3_gdp）

政府资源控制程度（SRC）

单位

亿元

亿元

亿元

公顷

公顷

公顷

%
%
%

万元

%
%

均值

2092.3
3312.1
1352.6
2027.7
882.7
566.3
17.0
1.85
92.6
5.04
40.16
18.04

标准差

2697.9
4367.3
1480.1
2382.8
8049.6
2478.8
27.5
1.77
58.23
3.28
10.35
7.63

最小值

120.7
31.6
60.6
82.5
1.12
60.62
0.06
0

11.62
0.98
14.36
4.39

最大值

25123.5
32445.1
17245.8
56671.3
271011
17245.8
201.9
18.3
745
46.78
80.56
67.5

表 2 经济发展门槛效果显著性检验和置信区间

（式（7）：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
地区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门槛数
单一
双重
单一
双重
单一

F值
42.51***
5.85

23.11***
11.36
4.05

10%
12.47
11.74
14.06
26.19
11.03

5%
16.28
14.60
16.28
34.72
13.55

1%
21.97
22.50
22.04
54.32
18.79

门槛值
4169.86***
4045.37***

95%置信区间
（4023，4320）
（3858，4126）

注：表中的 F值和 10%、5%、1%的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反复抽样 300次得到
的结果；***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

农业·农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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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估计结果中加入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固定效应检验，作为稳健性检验验证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与GDP
间的线性关系。土地出让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参数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中，模型（1）~（3）分别表示全国范围、东部、中西部地区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由于中西部的门槛效应

不显著，因此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模型（4）中加入了中西部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在模型（1）全国层面中，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对GDP增长的门槛值为 4169公顷，根据门槛变量的系数，

在城市建设用地出让没有达到门槛值 4169公顷，即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小于 4169公顷时，城市

建设用地出让面积的增加对 GDP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 0.098，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

意味着，地方政府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出让会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而当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跨过门槛值

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对GDP的影响由正转负，系数变为-0.021，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进一步增加会对GDP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全国层面，土地对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门槛效应。根据我们的假设，从

土地对经济影响的宏观角度看，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更需要的是结构的升级和调整，过去粗放

式的放地拉增长不仅不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扭曲和浪费，导致地方低质量的引

资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这与本文的假说一相符。

分区域而言，城市建设用地对 GDP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模型（2）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

地对 GDP影响的门槛值为 4045公顷，与全国范围的门槛值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未

跨过 4045公顷前，增加建设用地的出让对地区 GDP存在积极影响，系数为 0.031，但是当出让面积过多，超过

4045公顷后，过度出让城市建设用地对 GDP的影响由正转负，因此土地出让对地方经济发展在东部存在显著

的“倒 U”型门槛特征。在 2017年东部地区有超过 60%的城市，其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超过了门槛值，因此

从整体上而言，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的阶段。模型（3）中西部

地区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市建设用地作为门槛值和门槛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模型（4）是中

西部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建设用地对 GDP影响的系数在固定效应模型

中也不显著，即土地出让对 GDP不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近些年为了刺激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国家在用地指

标上一直在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禀赋条件相对较差，虽然投入量在增大，但土地的使用效

率低，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土地发动机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取得

理想成效。因此，可以认为，从整体上而言，在中西部地区土地出

让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小，贡献很弱，中西部地方政府效仿东部，通

过放地拉动经济增长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这与本文假说二相一致。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宽供应拉动经济增长的土地发

动机功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存在显著的“倒 U型”特

征，目前该发展模式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的问题不同，但均难以

为继。

（二）地方工业化的门槛效应

接着，我们检验滞后两年的工业用地出让对城市工业总产值

的门槛效应（式（8））以验证工业用地出让对工业化的影响、在不

同地区的差异以及该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由表 4的结果可以看出，全国和东部的工业用地出让对工业

化的影响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而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因此全国和东部的工业用地出让对工

业化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中西部的单一门槛效应未能通过显

著性检验，因此不存在门槛效应。表 5报告了以式（8）检验工业用

表 3 以GDP为因变量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门槛值

open

fdi_gdp

loan_gdp

pgdp

ind3_gdp

SRC

Lit-2I（qit≤ τ）

Lit-2I（qit＞τ）

Lit-2

R2
N

全国
（1）
4169
1.30

（0.46）
-67.88***
（-3.78）
2.04***
（3.15）
135.78***
（12.00）
34.77***
（11.00）
12.76*
（1.91）
0.098***
（4.35）
-0.021**
（-2.35）

0.273
1813

东部
（2）
4045

-14.74***
（-3.05）
-15.54

（-0.47）
1.04

（0.66）
109.81***
（6.17）
59.0***
（5.62）
62.63***
（3.09）
0.031

（0.61）
-0.14***
（-4.34）

0.330
707

中西部
（3）

不存在门槛

20.43***
（7.09）
-28.94

（-1.48）
1.22***
（2.61）
170***

（12.48）
25.58***
（10.89）
-3.71

（-0.76）
0.035

（1.62）
-0.0014
（-0.21）

0.362
1106

（4）
20.48

（1.61）
-27.80

（-0.54）
1.22*

（1.82）
172.28***
（2.84）
25.25***
（4.66）
-3.80

（-0.56）

-0.0026
（-0.48）
0.360
110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检验结果均采用 bootstrap模拟 300次得到。Lit- 2I
（qit≤ τ）、Lit-2I（qit＞τ）分别表示小于门槛值和大于门槛值
阶段的城市建设用地出让面积的参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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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不同地区对地方工业化影响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表 5中模型（1）~（3）分别报告了全国及各区域的工业用地出让与工业化关系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我们在模型（4）中汇报了中西部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作为稳

健性检验。

根据模型（1），在全国层面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对工业化的影响存在两个门槛，分别是 477.14公顷和 928.96
公顷，当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小于 477.14公顷时，增加工业用地面积的出让对工业总产值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

响，系数为 1.75，随着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进一步增加，工业用地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逐渐降低，在工业用地

出让面积超过 928.96公顷后，进一步增加工业用地的出让会抑制工业总产值的增加。因此，土地对工业化存

在着显著的“倒 U”型门槛效应。根据我们的假设，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驻，多年来的低地价思

路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和过量的低价工业用地出让可能会导致低质量的引资，使得

大量低效率落后产能聚集，产生产能过剩和产业雷同等不良后果，这不仅抑制了工业总产值的增加，甚至可能

阻碍产业升级。因此，在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符合本文的假说一。

模型（2）东部地区的整体回归结果与全国层面相似，工业用地的出让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存

在显著的“倒 U”型门槛特征，但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大小远

高于全国层面的门槛值，第一个门槛和第二个门槛值分别

为 880公顷和 1757.60公顷，这与实际相符，东部地区工业

发达，对工业用地的需求高，因此工业用地对工业总产值

影响的门槛值相比其他地区高很多。 2017年东部地区

94%的城市工业用地供给量超过了第一个门槛值，76%的

城市超过了第二个门槛值，意味着东部地区有 3/4的城市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工业用地过多供给情况，已经对工业增

加值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由模型（3）门槛回归的结果，

中西部地区工业用地出让与工业总产值不存在门槛效应，

模型（4）中西部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中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与工业总产值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由于交通、劳动力、

经济基础等禀赋条件较差，对资本和企业的吸引力差，中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效仿东部地区通过低价工业用地出让

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效果并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很难复制东

部地区土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二。

综上所述，通过对全国层面和不同区域的回归分析，

目前低价工业用地发展工业化的模式在东部和中西部都

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问题。

（三）地方城市化的门槛效应

最后，我们检验当年房地产用地出让对城市基础设施

固定资产投资的门槛效应（式（9））以验证土地对城市化的

影响及可持续性。

由表 6可知，不同地区房地产用地对城市固定资产投

资的影响的门槛值估计结果与土地对 GDP和工业总产值

的结果相似，在全国和东部双重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双重

门槛，而在中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值。表 7给出了式（9）房

地产用地出让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影响的

表 4 工业化门槛效果显著性检验和置信区间

（式（8）：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地区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门槛数

单一

双重

三重

单一

双重

三重

单一

F值

42.85***
19.15***
20.78
33.19***
17.49**
23.60
6.30

10%
19.30
18.32
34.29
18.40
15.96
47.13
16.29

5%
23.14
20.54
36.85
20.57
20.04
58.35
20.29

1%
29.30
30.76
47.93
28.80
25.39
82.91
27.77

门槛值

880***
477***
928***

880***
880**
1757.6**

95%置信区

（837，904）
（454，490）
（846，923）

（835，904）
（835，904）
（676，2031）

表 5 以工业总产值为因变量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第一个门槛值
第二个门槛值

open

fdi_gdp

loan_gdp

pgdp

ind3_gdp

SRC

ind_Lit-2I（qit≤ τ1）

ind_Lit-2I（τ1≤ qit＞τ2）

ind_Lit-2I（qit＞τ2）

ind_Lit-2

R2
N

全国
（1）
477.14
928.96
21.38***
（4.65）
-97.19***
（-3.34）
1.62

（1.54）
244.32***
（13.36）
57.82***
（11.32）
4.93

（0.46）
1.75***
（6.69）
0.85***
（6.22）
-0.0052
（-1.52）

0.273
1813

东部
（2）
880.00
1757.60
9.66

（1.27）
-75.99

（-1.46）
-1.71

（-0.46）
194.55***
（6.97）
122.49***
（7.43）
49.99

（1.56）
2.04***
（6.54）
0.67***
（3.74）
-0.02**
（-2.48）

0.330
707

中西部
（3）

不存在门槛

38.80***
（7.44）
2.99

（0.08）
0.738

（0.87）
286.29***
（11.56）
41.03***
（9.69）
-7.89

（-0.89）
0.377**
（2.32）

0.00072
（0.24）

0.362
1106

（4）

38.74
（1.65）
4.85

（0.06）
0.82

（1.06）
286.46***
（3.26）
40.61***
（4.75）
-8.53

（-0.75）

0.0004
（0.46）
0.313
1106

注：ind_Lit- 2I（qit≤ τ1）、ind_Lit- 2I（τ1＜qit≤ τ2）、ind_Lit- 2I（qit＞τ2）分
别表示小于第一个门槛值、介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
间、大于门槛值阶段的工业用地出让面积的参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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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回归结果。

模型（1）反映了全国层面房地产用地出让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参数回归结果。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对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门槛值分别为 749.14公顷和 1517公顷，在城市的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小于第一个门槛值

749.14公顷时，增加房地产用地的出让可以显著的提升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系数为 0.766，当房地产用

地出让面积进一步增加，介于第一个门槛和第二个门槛之间时，房地产用地的出让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正

向影响开始减弱，但是依然有积极影响，而当房地产用地的出让面积进一步增加，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房地

产用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会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产生负面影响，系数为-0.018并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因此，在全国层面房地产用地的出让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的“倒U”型门槛效应。究其

原因，根据我们的分析和假说，在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融资的早期阶段，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小，通过土地

获取的融资可以大量的投入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中，但随着土地融资的规模扩大，相关债务也水涨船高，而债

务的偿还又主要是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和借新债还旧债，因此这导致了债务空转，同时让地方政府被动陷入了

不断通过扩大土地出让规模以获取偿还债务的资金的“庞氏骗局”，这不仅透支了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还产生

了较为严重的地区金融风险。因此模型（1）的回归结果印证了本文的假说一。

房地产用地的出让对城市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也有

着较大的差异。在模型（2）东部地区中，房地产用地的出

让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先正后负的

“倒 U”型双重门槛特征，门槛值分别为 736.39公顷和

1668.49公顷，与全国层面的门槛值相比略高，东部地区

经济水平较高，房地产用地出让和融资获取的资金多，同

时对债务的承载力高，因此门槛值也较高，这符合现实情

况。2017年东部地区有 79%的城市房地产用地的出让面

积跨过了第一个门槛值，而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超过第

二个门槛值的城市也达到了 55%，这可以看出目前有相

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土地依

赖，过度的土地融资所产生的债务风险增大了地方政府

的偿债压力，削弱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融资获取

资金支持城市建设的能力。而在中西部地区，模型（3）门

槛回归显示房地产用地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存

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但是在（4）固定效应模型中，房地

产用地的出让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性，其系数为-0.015，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

论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说——中西部地区由于禀赋条件

较弱，通过模仿东部地区土地出让和融资所获取的资金

不仅难以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足够的支持，同时积

累的地方债务还会抑制城市化的发展。因此在“以地谋

城市化”上，中西部地区很难复制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知，房地产用地的出让对城市化的影

响在整体上存在“倒 U”型关系，目前东部地区该发展模

式主要问题是土地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区金融

风险，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条件等现实原因，很难复制

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

地区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门槛数

单一

双重

三重

单一

双重

三重

单一

F值

63.16***
27.59***
12.09
32.35***
15.00*
15.53
4.62

10%
13.78
13.81
15.29
12.78
13.44
24.86
13.03

5%
15.39
15.79
20.26
16.20
16.71
28.22
14.49

1%
26.81
24.59
32.18
22.76
27.30
34.80
19.58

门槛值

1214***
749***
1517***

1186***
736*
1668*

95%置信区间

（1104，1295）
（707，777）

（1214，1671）

（1095，1217）
（711，769）

（1452，1784）

表 6 城市化门槛效果显著性检验和置信区间

（式（9）：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

表 7 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为因变量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

果

第一个门槛值
第二个门槛值

open

fdi_gdp

loan_gdp

pgdp

ind3_gdp

SRC

urb_LitI（qit≤ τ1）

urb_LitI（τ1≤ qit＞τ2）

urb_LitI（qit＞τ2）

urb_Lit

R2
N

全国
（1）
749.14
1517
-0.524

（-0.33）
-3.04

（-0.25）
0.355

（0.71）
187.17

（23.37）
40.64***
（16.96）
4.11

（1.20）
0.766***
（8.41）
0.360***
（6.70）
-0.018***
（-3.50）

0.423
2313

东部
（2）
736.39
1668.49
-9.17***
（-4.28）
12.96

（0.69）
-6.13***
（-4.18）
128.35***
（4.14）
64..47***
（11.72）
29.72***
（4.14）
0.611***
（3.39）
0.11

（1.03）
-0.316***
（-4.78）

0.474
909

中西部
（3）

不存在门槛

13.69***
（5.62）
7.49

（0.41）
0.724

（1.46）
264.29***
（22.26）
29.72***
（11.76）
0.67

（0.16）
0.169*
（1.84）

-0.015***
（-3.25）

0.467
1404

（4）

13.89
（1.35）
9.77

（0.24）
0.76

（1.41）
267.2***
（5.01）
29.12***
（4.84）
0.58

（0.11）

-0.015***
（-3.88）
0.465
1404

注：urb_Lit- 2I（qit≤ τ1）、urb_Lit- 2I（τ1＜qit≤ τ2）、urb_Lit- 2I（qit＞τ2）分别
表示小于第一个门槛值、介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大
于门槛值阶段的房地产用地出让面积的参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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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9~2017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发生的阶段性转变，通

过门槛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在控制土地要素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土地出让策略对地方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

化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论为：自 20世纪 90年代起开启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初期的确起到

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土地市场的把控和利用，显著拉动了地方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随

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以地谋发展”模式积累的问题逐渐出现，土地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衰竭，部

分地区甚至由于风险的增加，过度投放土地反而会抑制地方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

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制度成本和发展环境的差异，尽管在其发展起步阶段复制了“以地谋发展”模式，但是绩效不

佳。依据经验事实和模型检验得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型，“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功能不再，效力衰竭。中

央政府必须明确不再以地保发展，不再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同时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新的

动力来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土地作为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当然，由于地方政府习惯

这套发展模式，尽管“以地谋发展”的效力减退，还会继续使用谋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发展代价和风险将更大。

（作者单位：刘守英、熊雪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志锋、张维凡，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责任编辑：李逸飞）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②本文依照国家统计局对三大经济地带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分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8个
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③参见 2016年 7月 2日下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文版）。

④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第 24号，总第 166号），

http://www.audit.gov.cn/n5/n25/c63632/content.html，2020-04-06。
⑤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城市建设用地指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内的居住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

⑥之所以选择 2009年为起始年份，是因为国发[2006] 31号严格规定土地出让必须经过招拍挂，仅当该块土地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时才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出让，该措施不仅使得工业用地协议用地出让比例从 2006年的 95%降到 2008年的 20%，也使得城市建设用

地出让在 2007和 2008年出现下滑，2008年后才逐渐回升。因此，可以将 2009年看成该政策实施后土地市场交易规范完善的起始年。

⑦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提供门槛回归结果的 LR图。有兴趣读者可联系本文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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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haustion of China's“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reshold Regression

Liu Shouyinga, Wang Zhifengb,Zhang Weifanb and Xiong Xuefenga

（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mmary: Since the mid-1990s, By controlling the land market,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one hand, have

set up industrial parks and sold industrial land at a low price to attract investment and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ve sold commercial-residential land at a high price and mortgaged reserve land to gain valuable funds
to facilitat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urbanization. This typical“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local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many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land has decreased, the risks and un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apparently.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sustainability of“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we mainly focus on whether the effect of“land-driven
development”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whether the impact effect has declined
or even become negative. By studying this,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s“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land policy reform and urban governance renovation.

Our research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We first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s and introductions about this research,
then we theoretically present basic features of the influence path of“land-driven development”, describe the main
problems and risks of this development mode and analyse its exhaustion. After tha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17, our research establishes a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and carries out
rigorous robustness tests, investigates the sustainability of“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from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rough control and use of the land market, The“land-driven development”
mode started in the 1990s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local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s problems accumulated in the“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the role of land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y has been
gradually exhausted, and different region faces different problems. In eastern region, over-reliance on land has not only
increased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regional risks but also caused low-grade FDI, thus has produced negative effects
to economic growth. In mid-western region, due to po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land-
driven development”mode hasn't achieved ideal outcomes. Th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function of“land
for development”mode has no longer effective.

There are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Firstly, it gathers an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had with“land-driven development”with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sequence of the effects of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the land supply to the local economy, this study uses a nonlinear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transf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 why the contribution of land-driven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has declin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These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can provide decision references
to local governments for future transformation and help China to reduce its high local financial risks,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Also, these conclusions provide a basis
for land policy adjustment and finding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stage transition. Beyond
that, by studying the problems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typical“land-driven development”mode can provide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ake better use of l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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